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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滑稽大王”，大多数中国观众都会首先想

到查理·卓别林，大概没有哪位外国影星像他一样在

中国家喻户晓，受到几代电影观众的持续喜爱了。

卓别林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国报刊上是在1915年
9月 14日，当日上海的《新闻报》刊登了一则放映广

告，称共和活动影戏院将上映九部滑稽影片，其中第

一部就是“哑波林”的《射猎》。①这里的“哑波林”就

是卓别林较早的中文译名之一，而《射猎》是他早期

拍摄的众多滑稽短片之一。卓别林早期拍摄的滑稽

短片脱胎于马戏里的丑角表演，情节简单，动作夸

张，以搞笑为目的，因此，卓别林留给中国观众最早、

也是最深入人心的形象是“滑稽大王”。此后，随着

卓别林电影创作和中国社会语境的变化，他在“滑稽

大王”之外，又被赋予更为复杂的多副面孔。这些面

孔相互错叠，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显影方式，构成了卓

别林及其电影在中国的百年接受史，同时也为探讨

跨文化接受史相关议题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

“滑稽大王”：早期电影批评中的卓别林

进入 1920年代以后，卓别林在上海已经是家喻

户晓的电影明星。关于卓别林在当时中国电影界的

影响力，可以从以下事例窥见一二。1921年，中国第

一本现代电影杂志《影戏杂志》创刊，这本杂志一共

出版了三期，其中前两期都有关于卓别林的大幅报

道：第 1期刊载了卓别林的整版照片和介绍，第 2期
用近十页篇幅介绍了卓别林的四部影片。1922年10
月，成立不久的明星影片公司推出两部滑稽电影，其

中一部就是《滑稽大王游沪记》，主人公“滑稽大王”

就是卓别林，由上海新世界杂技团的英国侨民李却·

倍尔扮演。②也就是说，在卓别林1936年实际到访中

国前十几年，中国电影人就已经通过想象在银幕上

将他“迎进”上海了。

在电影界之外，卓别林也有广泛的知名度。鲁

迅曾在日记中两次留下观看卓别林电影的记录：一

次在 1929 年 7 月 25 日，另一次在 1932 年 1 月 10
日。③1933年，年轻的翻译家傅雷在事业困顿之际自

费翻译出版了《夏洛外传》，这部传记的传主是一个

虚构人物“夏洛”，也就是卓别林早期电影中最为人

所熟知的主人公夏尔洛。关于翻译这部传记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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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傅雷在“卷首语”中写道：“夏洛既曾予我以真切

的感动，一定亦会予人以同样的感动；夏洛曾使卓

别麟致富，一定也会替我挣几个钱。”④从傅雷略带

自嘲的夫子自道中可以看出，他选择翻译《夏洛外

传》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迎合当时上海的流行文化市

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蹭热点”，借卓别林电影的

知名度来为自己的翻译事业打开局面。由此可以

看出，卓别林的电影当时在上海已经广为人熟知和

喜爱了。

在早期中国影评中，卓别林电影最为常见的标

签是“滑稽”，他本人也经常被称为“滑稽大王”。早

在1919年，周瘦鹃在介绍卓别林时就写道：“以滑稽

名者，首推卓别麟。”⑤1931年，中国报刊上曝出卓别

林即将来到中国的消息，相关宣传报道也将卓别林

称为“滑稽大王”。⑥不过，卓别林这次环球旅行两次

经过上海都未登岸停留，让中国影迷空欢喜一场。

直到 1936年 3月 9日，卓别林才第一次短暂访问上

海，这成为当时上海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在游轮靠岸

以后，大批中外记者蜂拥而上，“打破最近上海新闻

记者出勤采访的数量记录”。⑦在上海停留期间，卓

别林在梅兰芳陪同下观看了京剧名家马连良的演

出，上海《时代》杂志刊登了他和马连良的大幅合照，

并配以文字说明：“卓别林初到上海，处处是给我们

滑稽的印象，且看他跑上新光的舞台和马连良行了

个作揖的见面礼，这也算是滑稽吧！”⑧当晚，影星胡

蝶也参加了接待卓别林的宴会，她发现卓别林温文

尔雅，与银幕上的形象很不相符，颇感意外地说：“卓

别林先生，我原以为您一定是很滑稽有趣的。”⑨可以

说，“滑稽大王”是卓别林留给中国观众最早、也是最

有影响的一副面孔，即便后来他被赋予了更多面孔，

这一形象依然深入人心。

卓别林之所以被贴上“滑稽大王”的标签，一方

面是因为早期电影受制于默片、短片等客观条件，更

适宜表现情节简单、动作夸张的滑稽题材，滑稽片是

电影业最早量产的类型片之一。1921年《影戏杂志》

第二期曾发文介绍：“六七年前，在美国地方，许多从

事影片事业的人想，欢喜看滑稽片的人一多，一定会

有许多滑稽片的创造者会产生出来，于是摄成了许

许多多滑稽片，虽影戏院里日夜赶着映演，也足足地

好映演好几个月。”⑩卓别林早期的电影正是在这样

的技术条件和市场环境中生产出来的，由于他在拍

电影之前就积累了丰富的滑稽表演经验，所以他的

滑稽片在当时迅速脱颖而出。另一方面，当时上海

的文化消费市场对滑稽类娱乐消遣的强烈需求也是

一个重要原因。上海滑稽戏就是在这样的市场环境

中发展起来的。20世纪初，在上海的游艺场、堂会、

影院、剧场等场所活跃着大批滑稽艺人，到了三四十

年代，滑稽演出蔚然成风，出现了一批滑稽名家和剧

目。与此同时，上海市民对滑稽电影也特别欢迎，据

统计，1923年 2月 25日于《申报》刊登广告的九家影

院共上映22部电影，其中国外滑稽电影就有14部之

多；“从1913年中国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问世至

30年代初期，中国人拍摄的滑稽影片有40余部(多为

短片)”。由此观之，滑稽影片在上海拥有巨大的市

场，很多广告和影评给卓别林贴上“滑稽大王”的标

签，其实也是一种营销手段。

当时的中文报刊不仅大量介绍和评论卓别林的

电影，还津津乐道于他的成长经历和生活八卦，尤

其是他一夜暴富的故事。有文章生动地讲述了他

“一粒糖吃一天”的辛酸往事，还有文章大肆渲染

卓别林现在的财富，称好莱坞“最有钱的是卓别

林”。在当时动荡的社会环境中，卓别林的成功

故事一方面满足了人们对一夜暴富的幻想，成为

一个励志典范；另一方面也向人们暗示出一条新

的致富之路——拍电影。联系到当时中国电影业

刚刚起步的现实，这些报道还带有为新兴的电影行

业招徕从业者的意味。从当时报刊极力渲染卓别林

的财富这一点看，当时中国社会似乎还缺乏对电影

演员这一新兴职业的认同。

“无产阶级的同情者”：左翼批评中的卓别林

虽然卓别林电影的显著特征是滑稽，但中国影

评人很早就认识到了卓别林电影与旧派滑稽片的区

别。1921年就有人提出：“有一个人，也只有这一个

却利·却波林，是在旧派滑稽片以外，另外创作的。”

那么，卓别林电影有何独特之处呢？有人分析说：

“卓别林所以胜于罗克，为其笑料之中，含有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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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人提出：“人家都说卓别林是‘笑匠’，但是他的

影戏却是笑中含泪的”，“他的戏名义上虽称滑稽，其

实细细观察，却是悲哀”。这种认识上的深化很大

程度上是由卓别林电影创作本身的变化造成的——

在功成名就以后，卓别林不再单纯追求滑稽效果，而

在影片中融入了更多的社会关怀。

1930年代初期左翼批评兴起以后，在阶级分析

的滤镜下，卓别林被赋予一重新的代表阶级立场的

身份，即“无产阶级的同情者”。1931年，徐文炳在

《谈谈卓别麟的艺术》中说，卓别林的电影之所以受

人欢迎，不仅仅在于他的种种滑稽表演，“而在乎他

能用诙谐的态度，冷酷的手腕，表演出人类一切的怪

像，无限的悲哀，尤其是无产阶级的悲哀”。1936年
的另一篇文章写道：“《摩登时代》顾名思义，它在讽

刺高耸的烟突，庞大的机轮，张开大口吞进去千万出

卖汗血的工人。血汗出卖枯了，流离了，死亡了，而

金钱却源源的流入资本家的衣袋里。”可以看出，在

掌握了阶级分析的理论工具以后，卓别林电影中的

底层小人物在批评家那里被确定为无产阶级，富人

则是资本家，电影中的贫富分化主题被解读为阶级

对立。根据这种分析，左翼批评家将卓别林引为同

路人，称其为“无产阶级的同情者”。

不过，也有左翼批评家对卓别林电影并不十分

满意。比如，当时被称为“威信最高的影评家”的王

尘无就认为，卓别林电影的讽刺是不彻底的，他的阶

级立场是暧昧的，“他是一个资产阶级出身者，同时

对于资本主义又有一种轻微的憎恶，这憎恶倒不如

说担心对些”，“他眼睁睁地看到了自己所爱护的布

尔乔亚的不可逃免的没落，而又不希望他们的没落，

但是残酷的事实终于使他不能不写出他们的命运和

丑恶，这就是卓别林的伟大处！也是现实主义的胜

利”。可以明显看出，王尘无受到了恩格斯分析巴

尔扎克小说的影响，在他看来，卓别林就像恩格斯笔

下的巴尔扎克一样，对自己所属的阶级既有不满，又

充满依恋，这种暧昧立场决定了他作品中的讽刺是

不彻底的，认为如果卓别林以后的作品不能更进一

步，“至少对于各帝国主义的无耻的企图和冒险行为

有一个有力的讽刺”，那么，他终归是一个“卑污的奉

仕资产阶级的小丑”罢了。还有批评者提出，卓别

林的《城市之光》“只是充分暴露小资产阶级对于现

社会之诅咒和没有牺牲精神，整个的剧本，就是暴露

了小资产阶级的丑态而已”。在这些左翼批评家看

来，虽然卓别林的一些影片表现出了对于无产阶级

的同情，对于资产阶级的讽刺，但囿于自己的阶级身

份和阶级立场，这些影片流露出的政治倾向仍然不

够革命，不能让人满意。

中国左翼影评对卓别林电影的评价受到了苏联

的显著影响。1930年代初期，卓别林与苏联之间还

没有密切互动，在苏联，他的电影被当作美国资本主

义文化的一部分而受到严厉批判，他本人则被称为

“卑污的资产阶级”的“小丑”。中国左翼影评显然照

搬了苏联同行对卓别林电影的评价。此前报刊对卓

别林个人财富的渲染，以及对他的生活八卦的报道，

也影响了左翼影评人对卓别林阶级身份的认定。当

时，“小资产阶级意识”正受到集中批判，左翼影评也

成为这种批判的组成部分。正如有学者指出：“对于

卓别林及其影片的分析并不是重点，而是要对时代

和社会发言，对小资产阶级观众进行阶级分析才是

他们的兴趣所在，目的在于启发普通观众的阶级意

识，鼓励他们投身革命运动。”出于这样的目的，左

翼批评家在卓别林“滑稽大王”的面孔之外，又赋予

其一副阶级面孔；而他们对卓别林电影的评价分歧，

也暴露出当时左翼批评尚不成熟，机械套用阶级分

析话语的痕迹还比较重。

“受迫害的艺术家”：反美话语中的卓别林

卓别林的电影虽然最初在苏联遭到批判，但是，

这种评价在 1935年以后发生了变化。当年，苏联为

发展电影工业，派电影工作者考察好莱坞，在遭到各

种冷遇以后，意外地受到卓别林的热情接待。卓别

林还邀请苏联同行对即将上映的《摩登时代》提意

见，据报道，“参观者热诚地而又十分不客气的尽量

批评了这片的末节，因之起了数小时的争辩，卓别林

终于牺牲抛弃了全片四分之一，遵循了参观上宾的

意见”。此后，苏联方面改变了对卓别林电影的态

度，并于 1939年 4月卓别林 50岁生日时开展了隆重

的纪念活动。苏德战争爆发以后，卓别林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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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苏联抵抗德国法西斯主义，并呼吁开辟第二战

场，这使他与苏联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冷战”开启以后，世界分裂为两大阵营，卓别林

与苏联的频繁互动以及他在电影中流露出的政治倾

向，使他在美国受到“非美”的指控。尽管他一再否

认自己有支持共产主义的立场，但他还是在 1952年
9月17日离开美国后被禁止再次入境。作为一位世

界知名的艺术家，卓别林与美国政府的决裂引起轩

然大波，社会主义阵营以此为契机抨击美国政府迫

害进步艺术家。1952年底，中国《世界知识》杂志发

表文章《卓别林怎样被迫害？》，其中写道：“对于卓别

林说来，这也不能算是‘新闻’，因为这只是对他日益

加紧的迫害的新发展而已。”1955年，苏联著名导演

亚历山大洛夫在为俄文版《卓别林传》所写的序言中

也提出：“从他独立从事电影活动的头几年起，他就

遭受到美国反动报刊的攻讦。美国的资产阶级社会

不止一次地对他进行迫害，企图对他的每一部影片

都加以侮辱和污蔑。”

社会主义阵营不仅在舆论上支持卓别林，还通

过各种机会与他接近。1953年，由共产党人领导的

世界和平理事会将当年的“世界和平奖”授予卓别

林。1954年，正在瑞士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周恩来总

理宴请卓别林，请他品尝中国烤鸭和茅台酒。这件

事在中国被传为一段外交佳话，参加会见的乔冠华

还写了一首打油诗：“滑稽大师喜吃鸭，周公馈赠传

佳话。可笑杜氏枉费神，名气还是卓氏大。”不过，

这件事在美国国内却进一步激化了对卓别林的攻

击，“一九五四年《星期六晚邮报》十分郑重其事地

说，在美国住了四十年之后，‘卓别林公开参加了我

们的敌人，苏联奴隶主们’”。“冷战”背景下，两大

阵营之间的文化交流几近隔绝，但卓别林电影却成

为一个例外，虽然他的电影是地道的美国文化的产

物，但却得以穿越两大阵营的壁垒，在社会主义国家

赢得肯定。

1950年代，中国并没有公映卓别林的电影，但出

版了他的两本评传和一系列剧本，如《淘金记》《大独

裁者》等。在为数不多的评论中，卓别林电影被视为

批判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优秀艺术作品。比如，电

影批评家邢祖文在1958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卓别

林的作品，他的《从军梦》、《淘金记》、《摩登时代》、

《大独裁者》四部在美国拍成的喜剧片，我觉得是带

有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因素的。但是，好

莱坞是永远留不住有良心又有才华的电影艺术家

的，卓别林走了，裘利·达辛走了……”1930年代左

翼批评家曾经提出的卓别林电影讽刺的不彻底性、

阶级立场的暧昧性等问题被暂时忽略了，他的电影

被认为是“大胆地暴露和嘲讽了吃人的资本主义制

度”。同时，卓别林本人的阶级身份也被淡化了，民

国报刊津津乐道的他的财富神话、婚恋八卦更是消

失不见。可见，除了卓别林自身的艺术探索，国内、

国际基于政治需要而对其电影做出的阶段性接受反

应也具有强力的塑造作用：与 1930年代相比，1950
年代的批判矛头由内向外转移，在其中反美话语和

阶级话语融为了一体。

“喜剧艺术大师”：新时期以来的卓别林

1977年12月25日，卓别林在瑞士去世。两天以

后，这一消息就出现在了《人民日报》上，这被外界视

为一个不同寻常的信号，《华盛顿邮报》特别注意到

新华社以“异乎寻常的速度报道了卓别林的逝

世”。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以后，卓别林电影被大

量译制到中国。据统计，“1979-1981年这三年间，我

国共引进美国电影19部，而卓别林喜剧电影就占了

12部，占总数的 63%之多”。这些影片大多是卓别

林四五十年前的作品，它们被密集引进中国，既可以

看作对去世不久的卓别林的纪念，但更为重要的原

因是，这些影片中有当时中国社会所需要的内容。

有学者分析：“以《摩登时代》为代表的卓别林电影如

此密集地公映，与其说是要让观众通过这些影片看

到美国社会即西方世界的面貌，不如说是大陆再一

次从思想和文化层面，也就是从人生观、世界观、审

美观上，强调和延续其对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社会

全盘否定的思维和逻辑，看清‘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

面貌’。”可见，在中美建交前后，国内媒体依然没有

放松对美国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的批判，以避免出

现全盘西化的风险。一方面，卓别林与社会主义阵

营素有良好关系，被视为进步艺术家；另一方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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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品早在三四十年代就已为中国观众所熟知，且

以暴露美国社会问题著称。因此，他的影片被征用

为批判美国政治制度和社会弊病的影像资源顺理成

章，对此，当时的主流媒体也曾提到，译制的目的正

是“使广大观众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本质、劳动大

众的痛苦，获得进一步的了解”。

但是，卓别林电影在中国密集上映以后，并没有

产生预期的一致效果，而是被多样化地接受了。在

文艺界，人们更看重的是卓别林电影的艺术技巧和

创作经验。比如，在 1979年 6月召开的卓别林影片

座谈会上，虽然仍有人从思想主题角度评价卓别林，

认为“他以喜剧为武器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

揭露了这个社会所造成的压迫、剥削、失业和饥

饿”，但大多数发言者都着眼于卓别林的创作方法

和艺术技巧，并提出如何学习和借鉴卓别林的问

题。同年，作家秦牧在时隔40年后重新观看卓别林

的电影，着重思考的也是它给我们的艺术创作带来

哪些启示的问题，他提出：“从卓别林那些优秀的影

片中，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艺术本领呢？我想：不仅

是电影，戏剧、文学、绘画、音乐等部门，各个艺术领

域的工作者，都是可以从中借鉴到一点什么的。”这

表明，当时译制卓别林电影所隐含的政治意图并没

有在文艺界顺利推演，在反思阶级斗争话语的时代

大潮中，卓别林电影的艺术经验成为彼时中国文艺

工作者关注的重点。

而在普通观众那里，对卓别林电影的接受方式

更是五花八门。电影导演徐峥曾提到，是小时候看

到的卓别林的电影、收音机里的相声、南方的滑稽戏

等培养了他对喜剧这种类型的喜爱。还有观众回

忆当年的观影感受：一方面“被卓别林逗笑的表演所

震撼”，另一方面是不理解电影中的一些画面，比如，

不知道电影中的白色粉末是毒品，把老板玩拼图游

戏误认为是在粘图表，“卓别林进出车间时总是要在

一个像钟一样的机器上插一下白色卡片，动作很滑

稽，后来才知道那是打卡机，是企业控制员工的技术

手段之一……”从这些回忆可以看出，卓别林电影

给新时期中国观众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不再是“资

本主义社会的丑恶面貌”或“劳动大众的痛苦”，而是

喜剧艺术的启蒙，以及美国社会的现代化生产和生

活图景带来的陌生感。这些影片不仅让中国观众获

得了久违的滑稽娱乐消遣，还让他们隐约意识到中

国和美国的差距。这种意图与效果之间的出入，体

现了新时期社会思想环境的走向，预示着一个“去政

治化”的卓别林形象的诞生。

此后，就有学者对过度政治化的卓别林形象进

行反思，提出应该清理卓别林电影批评中的意识形

态话语。1989年，吕律提出：“人们曾经好用‘揭露资

本主义的罪恶’一类的套话来称赞卓别林那样的西

方的进步艺术家，这显然是不准确也不科学的”，“他

的伟大并不在于是否接受或接近共产主义的意识形

态。事实上，卓别林在他自己的范畴里以人道主义

和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达到了尽可能的高度”。与

这种去政治化过程相一致，卓别林电影的创作经验

和艺术技巧越来越受到重视，学者连文光曾系统总

结卓别林成功的秘诀及其“搞笑”手法。此后，随

着作为一种大众娱乐的喜剧艺术的勃兴，卓别林

在中国观众中再次被“封神”。国内很多喜剧演员

都曾被拿来与卓别林相比附，被称为“中国的卓别

林”，如严顺开、周星驰等。这些喜剧演员的作品

与卓别林电影的共同之处是滑稽搞笑，表现小人

物的酸楚和机智，在这种类比背后，卓别林电影中

的意识形态内涵可以说被完全过滤掉了。它们之

所以被奉为经典，主要是因为实现了商业价值和

艺术性的完美统一，而这正是大众文化生产心心

念念的目标。

需要指出的是，在各个时期卓别林的形象通常

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同时拥有多副面孔，这些面孔不

是前后相替地出现，而是同时错叠在一起；在不同时

期，其中一副面孔会得到凸显，而其他面孔则退居其

后或完全被掩盖。这种变化生动呈现了跨文化接受

过程中文化挪用的复杂性。

关于跨文化接受史研究的思考

卓别林电影在中国的接受史这一案例提示我

们，在中国开展跨文化研究具有丰富议题和广阔空

间。自近代以来，中外文化交往愈加频繁，既有外来

文化的持续涌入，又有中国文化的向外输出，这种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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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互动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重要维度。尽管柯文

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指出，美国历史学家在研究

19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时存在西方中心主义偏向，

他进而倡导一种以中国为中心酌研究取向，但他并

不否定西方影响的重要性，他反对的是将“冲突—反

应”“传统—近代”“帝国主义”当成可以囊括一切、解

释一切的思想框架。事实上，如果缺失了跨文化视

角，就很难解释近代以来的历史。

从整体上看，在中国开展跨文化研究主要涵盖

以下几类议题，近年来这些研究方向都取得了一些

新成果。第一类是中国文化的跨文化输出。比如田

民考察了梅兰芳1920和1930年代访日、访美和访苏

的历史，结合国内外历史语境，呈现了国外艺术家和

观众对中国戏剧的错置与挪用。再如中国唐代诗

僧寒山的诗歌经日本的中介而被美国“垮掉的一代”

诗人所挪用，这一案例的复杂性在于：这一跨文化行

动不仅经历了多次文化转译，还显示出日本在近现

代中西文化交往中的中介角色。第二类是中国对外

来文化的接受史。自近代以来，各种域外理论、概

念、艺术、作品等密集旅行到中国，形成了丰富的议

题，比如方维规对“文明”“民族”“政党”等西方概念

在中国的译介过程进行了详细的知识考古。在文

学领域，这类议题更多，主要聚焦各种文学名著的译

入、接受情况。第三类是中国人的域外写作。近年

来，晚清域外游记成为一个突出的研究热点，出版了

多本研究专著，这类研究通过考察第一批走出国门

的中国人所感受到的文化冲击和进行的文化调适，

反观近代中国人的世界观念和自我观念。第四类是

外国人对中国的书写和呈现。这类议题包括：近现

代时期外国传教士、作家或外交人员对中国的书写，

以及 1950-1970年代西方思想家对中国的访问及相

关写作等，这类研究为认识中国历史提供了“他者”

视角。

本文对卓别林电影接受史的研究当属于第二

类。这类跨文化研究尤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要警惕机械套用后殖民理论。在考察近现代中

国对西方文化的接受时，后殖民理论是一个便利的

认识装置，借助它可以揭示西方的“文化殖民”，进而

走向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批判。但这种认识装置容易

简化中西文化互动的复杂性：一方面，西方文化通常

都不是原封不动地被接受，而是经过了文化过滤和

选择，并根据本土条件和需要对其做了挪用和改造，

比如张宁的《异国事物的转译：近代上海的跑马、跑

狗和回力球赛》就考察了西式运动在移植到上海以

后所发生的改变；另一方面，西方文化的输入给中国

带来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不能一概而论，如果简单

地将其理解为“文化殖民”，就会错失对中国历史进

行反观和反思的机会。

二是要呈现跨文化接受的复杂性。首先，“西

方”并不是一个同质概念，既存在国别差异，也存在

历时差异。比如，“鸦片战争时中国所遇到的西方，

和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时对中国思想、政治生活发

生如此重大影响的西方，同样都是‘近代西方’，但

是两者之间却存在巨大差别。”在做跨文化接受

史研究时，应将研究对象具体化，还原其原初语

境，不能笼统地将其视为西方文化。其次，要重视

接受群体的内部差异。不同阶层、不同立场，甚至

不同地域的人对某一外来文化的接受会存在显著

差异，有时甚至大相径庭。本文对卓别林电影早

期接受史的研究集中于上海，未能呈现中国其他

城市尤其是内陆城市的接受差异，这是本文的一

个缺憾。最后，不同体裁的文化产品在文化挪用

过程中被改造的方式和程度也不相同。小说经过

翻译以后会被一定程度地改造，戏剧作品在跨文

化搬演过程中甚至会被改得面目全非，因此，跨文

化接受过程中的所谓“挪用”其实包括翻译、改编、

再创作等不同情况。

三是要使用文化研究的方法。目前国内的跨文

化接受史研究主要出自比较文学学科，从整体上看，

这类成果仍停留在国际文学关系层面，仍是一种文

学研究。跨文化接受史研究应更多走向文化研究，

更加借重语境研究方法，通过重建接受语境和接受

过程来透视中国历史，详尽地挖掘史料，呈现外国作

家或作品在中国译介、出版、改编和评价的整体状

况，分析其中发生的选择和过滤、挪用和改造，并通

过还原历史语境，分析造成这种接受状况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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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跨文化接受史研究就能揭示出更丰富、更

生动的历史信息，为历史研究提供另类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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